我所知道的吴嘉禄吴江独立经过
任传济
吴嘉禄吴江独立之役，距今75年了，亲历者已很难找到。由于它不过是一次地区性的行动，规模又不大，当时的报章、杂志及其他各种文献有关这事件的记载极少，就我所知《东方杂志》的“国内大事专栏”中有寥寥数语的叙述。
我十六七岁时，听我父亲讲述过此役经过，但历时既久，有些地方也记不起来了。解放头几年，我在吴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普选以前的人代会）上碰到黎里汝贤老先生。他认识我父亲，也向我讲了一些此役的片断。我还曾经和已故费鲁直、王友仁两位老先生一起扯过此役的一些情况，面对史事之将被湮没都感到遗憾。如今两位已作故，所以我不揣愚陋，把听到的、了解到的材料，杂凑成文。值此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机，以资纪念。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皇专制政治，但不久胜利果实就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处处排挤革命政党同盟会，民国2年（1913年）3月4指使爪牙把同盟会在国会的实际负责人宋教仁暗杀于上海北站。全国舆论大哗，我们同里镇也有人在早已成了公共娱乐场的水利同知衙门里展出宋氏被刺后的照片。民国初年，同里东埭有家新开的茶馆，招牌叫“文明阅报社”，里面订有上海各家大报馆发行的报纸。宋案发生后，人们拥到茶馆，看到报上揭露的袁氏种种阴谋，莫不戟指痛斥。翌年，袁氏为了取得日帝国主义对他称帝的支持，不惜签订了“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同里镇各界各学校都集会抗议，誓死反对，至今同里中心小学校园里还保存一块国耻纪念碑。那时，同里业余新剧团桐华社还演出过大型讽刺剧《皇帝梦》。我写这些旨在说明吴嘉禄的反袁武装举义，决不是单纯的军事冒险，是顺乎民情的。

我父亲任元瑞早年在上海求学，民国初年还乡后被众人推为民团团长。吴嘉禄曾是我家的座上客。据我父亲说，吴是江苏南通人，谈吐温文尔雅，恂恂然有儒将风度。吴原为清朝的巡防营哨官，辛亥革命时反正，被编为光复军(革命军)。但也有人说他原是江湖侠义之流,和徐朴诚一起投奔革命，象浙江的黄金发一样。据费朴安先生写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中说：我们吴江光复那天，即宣布成立革命政权脱离清政府那天，是吴嘉禄带领光复军由苏州来吴江维持秩序并壮大声威的。吴氏当众拔出佩刀，削去原清朝知县官印一角，以表示清朝政府已被推翻。
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后，吴的光复军被改编为江苏省水警队，吴任第十四中队队长，驻苏州及吴江，吴本人往来于苏吴之间。吴江和同里，相距咫尺，治安问题休戚相关，所以我父亲和吴嘉禄有交往。再说汝贤老先生，他原是学校里的体操教师，也是民团的教练，所以他也认识吴嘉禄。

1950年召开吴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我曾和汝老先生谈及吴江独立一事。据汝老分析：护国之役孙中山先生比较被动的。蔡松坡云南起义，誓死护国，但蔡不是同盟会的人。他的老师梁启超是进步党人，立刻游说两广，结果广西独立。袁世凯派兵由川入滇镇压无功。护国军朱德混成旅兵进四川泸州，各省督军出于投机心理，纷纷宣布独立，实际上是借独立以求自保。中山先生手下的革命力量一部分在海外，仓促组织反袁护国力量十分单薄。吴嘉禄吴江独立发难于民国5年4月18日。其时浙江早已独立，吴独立不到一月，袁的死党鄂督汤芗铭、川督陈宦、陕督陈树藩居然也都宣布独立，袁因之气死，那就是当时传诵一时的一付对联的下联：“送命二陈汤”。所以吴的独立军事影响不大，政治意义比较大。

据我父亲说，江苏独立一事是由陈其美策划，杨虎具体执行的。当时，各省纷纷独立，只有江苏督军（兼长江巡阅使）冯国璋顽固不动。而江苏扼长江下游，东出上海，西保南京，十分重要。原计划苏南各地包括江阴要塞、太仓、吴江、昆山、松江、嘉定等地同时起事，或把冯国璋驱逐出去，或逼令他宣布独立。但江阴、太仓都旋起旋落，其他苏南各地寂无声息，吴军孤掌难鸣以致失败。

吴有勇有谋，当初在水警中剿匪颇有名声。吴对独立颇有信心。因为宣布独立就是脱离北京的以袁为总统的中央政府，并不是一定要用武装来夺取当地政权，各机关只要不反对独立，一切照常办事，所以各公私机关、学校一如往日，包括县公署在内。至于交通方面，只有开苏州的轮船停航，县内各快班（快班是人力划船）照常，邮电通讯亦未中断，街头有临时执法队会同原警察巡逻，维持治安。地方独立后，一件首要的事就是通电全国各大报社、各公团法人宣布独立。但我们现在找不到这项资料。张贴在街头的布告倒是有的，汝老曾看见过。它不同于一般各省督军的独立宣言，布告中明白表示拥护孙中山先生改组政府，恢复“民元约法”。就凭这一点，北洋骨干冯国璋决不肯放过。这也是上文所说这次独立的政治意义。

吴对外号称一个团，实际上只有百把人，除了水警、警察外，还招来一些人。独立后即在城郊三里桥构筑工事，挖掘散兵壕，前哨直放至尹山桥。吴氏当然想再多招些人，但缺少枪械弹药。当时，同里民团因经费较为充裕，枪械装备较好。所以独立后的第二天，他就到同里来借枪。他乘了艘民船（同里人习惯称为帐船）带弟兄六、七人，上岸后直奔同里镇民团团部。团部设在忏常浜财神堂内，假山楼上为办公室（今印刷厂址，解放前为民教馆）。从大门口起直到楼梯口也布下三对岗哨，然后上楼，一改平日温文尔雅的态度，严肃地向我父亲提出借枪要求。我父亲虽然同情独立反袁，但胆小，不敢冒这险，怕将来受牵连，因此期期艾艾地说：“民团是民众自筹自办的，以保护家乡，维持当地的治安为责职。况且我们的枪械多是老式破烂货，有些还是前膛枪呢！……。”吴听了这些话，立即沉下脸来说：“你们上次到吴江会操不是一色的‘快五响’吗？”他是来过这里的，不由分说拉着我父亲下楼去枪械室，亲自捡了十多支“快五响”。至于子弹，民团没有整箱子弹，他就拿走了上满子弹的子弹带十多条。就这样，匆匆而去。
这里还要补插一笔这次独立的第二号人物殷佩六，殷是黎里人，原是中医，民初似乎还是县议员。他也和我父亲相识，他倾向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可能受到蔡寅的影响。

借枪的第三天比较平静。第四天，冯国璋的北洋军出动了一团多人，还带了大炮，一过宝带桥就乱放排枪。吴嘉禄率部在尹山桥阻击，沉着应战。由于北洋军摸不清吴军的底，不敢贸然前进，相持一上午，下午北洋军以炮轰开路，缓缓推进。3时左右，吴率部退守三里桥散兵壕内。自己匆匆入城邀集地方士绅、各界代表人物，宣布所部即将撤离吴江。外援不至，孤掌难鸣，独立未成，有负诸父老厚望。我军撤后，祈求各位鼎力合作，维持地方治安，严防宵小乘机捣乱。他又亲至监狱，举手枪告诫众囚犯，不得乘机越狱，骚扰暴乱，违者格杀不论。办完这些事，他率28名亲信部下，登三里桥掩护撤退。临走，还率卫士数人巡行市街一周，而后才从容向浙江方面退去。入晚，北洋军才敢逼近吴江，进入城区。

吴江枪声大作时，同里清晰可闻，居民相戒不敢外出，只有民团在街上巡逻，入晚枪声渐稀。第二天一早，我父亲率民团十余人驾船出同里镇口，准备向吴江方面作试探。船至十字港（那时庞山湖还没有填河围垦），在一片芦苇丛中发现有一人隐匿在里面，当即大声喝令他走出来。待船移近一看竟是殷佩六。殷一看，知道是同里民团，不是北洋军，惊魂才定。据殷诉说，他由于要协助地方人士维持治安，策划善后所以未随大队撤出。直到北洋军进入吴江北门，他才由东门逃出。他估计北洋军必定沿塘岸南下搜索，所以就到庞山湖附近一农家暂时借宿一宵。天明原想来同里，在此等候渡船。我父亲当即招待殷暂住民团团部楼上，不得外出，等风声稍缓，帮助他理发化装，然后送他到芦墟，再由下甸庙至浙江转赴上海。

吴嘉禄率部退入浙江时，浙江人已逐走原督军屈映光而由吕公望主持独立。但上文已说过，他们独立和吴嘉禄独立不一样，他们不会欢迎拥护孙中山的军队。所以吴部入浙后也就星散了。吴也转辗到了上海。不久，程璧光率海军南下护法，孙中山先生组织南方护法政府。吴、殷都到广州谋事。后来，吴被送至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归国后参加北伐，直至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某师师长。任师长的第七天，吴嘉禄在张堰激战中受重伤，殉于嘉兴医院。当时的国民政府追授他少将军衔。

辛亥年，吴嘉禄率先组成苏州光复军，吴江光复仗了他的军威，以后独立讨袁、出师北伐，卒至阵亡。他一生做了许多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的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